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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封建社会的文书缮写制度，发展到清代，其

程式之繁，例规之多，均臻于极致。殆至民国，这些复

杂的缮写程式，诸如抬头制度、字体程式，各自经历

了一个被逐渐简化、改良、解体的历史递嬗过程，而

这个过程本身折射出一种现代化精神。

一、公文抬头制度的淡化

公文抬头制度，是指在缮写文书时，将特定的词

句或空一至数格、或另起一行平格、或另行高出数格

处理的书写规则。 ［1］采用空格书写者称＂空抬＂，跳行

顶格书写者为＂平抬＂，另行出格者根据出格字数多

少又分单抬、双抬、三抬乃至四抬。 古代文字自上而

下书写， 回行顶格或高出数格的书写方式会给人一

种高高在上的位置感， 所以抬头书写的含义在于表

示尊崇。抬头成为一种制度，则完全是为了维护封建

帝王的尊严和上下尊卑有序的等级秩序。 抬头制度

始于秦，随着封建君主集权制的加强而日益繁琐，至

清代达于极致。

清代公文中抬头制度最为严格的是上呈皇帝的

奏折，对天地、宗庙、先皇、皇帝、朝廷，以及有关皇帝

居处、言语、恩德、行动、事物的字样，皆进行抬头处

理，出格多少皆＂以皇帝及其言动服御为等差＂［2］，或

单抬，或双抬，或三抬，错抬者皆以违式论。但因抬写

字样繁多，等级复杂，殊难完整无误，所以因抬写错

误而被申斥、惩处者为数不少。官署之间往来公文的

抬头，虽不及奏折那样严苛，也谨遵科场例规，草率

不得，遇有皇帝、上级官宪及相关的言语、行动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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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时，皆要抬头，对上官官署或官职平抬，对长官的

言语行动则空抬，也有双抬三抬之样式。平行文中提

及对方之处也要一一抬头。

进入民国， 公文的抬头制度呈现逐渐淡化的趋

势。

1912 年 1 月，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曾颁布《普

通教育暂行办法》， 宣布革除教科书中的抬头字样，

遇有不合共和教义者，教员可随时更改。这个规定虽

非指文书，却开启了一种新的宽松的政治氛围：即便

公文缮写不予抬头，也不致获罪。 但在民国初期，公

文确实遵循着抬头的习惯。 据 1913年 10月外交部

制定的呈递总统文件的款式，“遇有大总统字样，概

用平抬。 其命令、允准、鉴核、批示等字样，虽指大总

统而言，概不抬行”， [3]据现存档案文献，总统的命

令、 允准等字样大都采用了空抬处理。 可知此一时

期，公文抬头之式已被大大简化：一则取消了单抬、

双抬、三抬之制，二则减少了需要平抬的字样。

袁世凯帝制时期， 公文抬头制度卷土重来。 据

1916 年初陆军部制定的《公文程式施行细则》，陆军

总长上呈皇帝袁世凯的奏折文字格式为：“陆军总长

臣×××谨奏为仰祈圣鉴事奉策令……陛下皇帝陛下

圣鉴（训示）谨奏”，其中两个“奏”字皆平抬，“圣鉴”、

“策令”、“陛下”、“皇帝陛下圣鉴”皆双抬。 [4]与前清

大体一致， 但也有所简化： 前清奏折首行衔名后以

“跪”字落地，洪宪时期改为“谨”字落地；前清两个

“奏”字单抬处理，洪宪改为平抬。而且洪宪时期也几

乎没有因错抬而获罪的记录， 可知当时对抬头之式

的审查也不如前清严苛。袁世凯帝制失败，公文抬写

之式又回归帝制以前。

1930 年教育部公布《划一教育机关公文格式办

法》，对公文的抬头行款规定为：“对上级机关之直接

称谓，均换行顶格写；如系间接称引，应视称引时对

该机关之关系，或换行顶格写，或空一格写，或不空

格写。 对平行机关之直接称谓，亦应换行顶格写；如

系间接称引，应视称引时对该机关之关系，或空一格

写，或不空格写。 ”[5]此条规定在 1933年为国民政府

发布的《公文标点举例及行文款式》所全部抄录，等

于此一时期的官方格式。 所谓换行顶格，即平抬，空

一格写，即空抬。事实上，当时公文中的抬头字样，不

止用于对机关的称谓，上官的职务名称、姓名及言行

也有被抬写的。但较之前清和民国初期，此一时期抬

头之式又有简化：第一，间接称引时，平抬空抬无甚

分别。前清和民国初期，以平抬为尊，空抬次之，须平

抬者不可空抬， 因为两者有特别示尊和一般示尊的

区别；国民政府教育部则规定，间接称引时，可平抬

者也可空抬，这就取消了两者示尊之别。 第二，间接

称引时，可抬头，也可不抬头，抬头与否几乎无甚紧

要。

1934 年以后，国民政府的公文开始逐步进行分

段，有意义分段，又有引文分段，引文结束后的“等

因”“等由”等字样，通常换行顶格，这就在文面款式

上与公文抬头的换行顶格容易混淆。为了眉目清楚，

一些有识之士比如龙兆佛，就主张取消平抬之式。 [6]

而且确有一些公文已经不再换行平抬。 公文的抬头

之式日益淡化，渐趋没落。

和抬头规则相对的是公文的缩小字体偏右排布

程式。 清朝和民国前期，上行公文的自称，如“职”

“属”“敝”“卑”，在文面排布上通常要缩小字体，居中

或偏右书写，以偏右写更为示敬。 1931 年国民政府

通令划一各机关行文自称办法，规定公文无论上行、

平行或下行，自称一律采用原下行文的自称“本”，如

本院、本部、本会、本府、本属之类。 [7]自此之后，公文

自称不再缩小偏右排布。 [8]公文取消自称分别，取消

缩小偏右排布， 这些改良在封建体制下的前清时代

几乎要被视为“大逆不道”了，所以孔充说：设蒋委员

长没有这个通令， 岂非不要把习惯按封建体制撰稿

的绍兴师爷们吓得要咋舌一丈吗？ [9]这些变化，皆是

现代平等精神在公文程式中的体现。

二、公文字体程式之进化

我国公文的缮写字体， 一直随文字本身由繁而

减的趋势而进化：春秋战国用大篆，秦用小篆，汉魏

用隶，两晋则隶、楷、行、草体兼备，唐及以后各朝，公

文以楷书为通用书体，有时也参用行草。行草虽然简

便，但正式官方公牍并不常用，其原因如钱玄同所概

括：一则草书“无定体”，任情飘逸，“不易辨认”；二则

“为可笑之仪文礼法所拘，以为写了草书，便不恭敬。

故臣对于君，民对于官，卑幼对于尊长，皆须写耗时

费晷之楷体。 及其末流，竟至由所谓‘黑方光’之‘馆

阁体’”。 [10]事实正是如此，因为上尊下卑的封建礼法

所限，清朝公文概用毛笔缮写，一般官署之间的上行

文例用楷书，上呈皇帝的奏折则“字体必须恭楷，一

笔不苟”[11]，官署平行文则楷中带行，下行文则行中

带草，对下级衙署的批示通常随意草书，甚至难以辨

认。

民国前期，公文的缮写承袭了前清的风气习惯：

上行文字体最为端整； 平行文， 虽不必如上行文工

整，但也不草率；下行文字体则“只求笔画清楚，可以

辨认”。 [12]但对大多数基层官署来说，公文缮写是以

楷书为主的。楷书虽然清楚，但难求迅速，“写一份呈

文，足抵写四份训令”[13]，尤其一份公文要分发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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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用楷书誊录抄发，更是影响公文的办理效率。 所

以很多官署开始考虑简化工楷的途径。

1922 年北洋政府交通部召开全国第一次铁路

文书会议， 湘鄂路局提出，“现今下行公牍， 率以行

草，而呈文则必以工楷为尚，其意以尊重长官，不知

细行密字，费时甚多，其迁延实出于不得已”，所以公

牍缮写应略事变通，不必限于工楷。 沪宁路局提出，

公文缮写可用行书， 为避免模糊误解， 行书必须清

晰。路政司考工科的提案更进一步，提出部局公文可

用打字机缮印。 大会最后议决：公牍不限工楷，以明

显为主，其通行公牍，得用印刷。部局内部例行文书，

可用印刷填注，以代缮写。 [14]这样一来，公文缮写字

体的改良遂在交通部初步展开， 其他官署也有零星

的效仿和试用。

30 年代初期，国民政府部分官署也有改良公文

字体的自发试验， 其改良方案与北洋政府交通部大

体相似：公文以行楷缮写；例行公文比如内部进级加

薪、收拨部款等的呈文、报告，则印成表册，自行填

注；分发数机关的通令，张贴各处的布告，用油印或

石印。 但因国民政府尚未出台官方改革公文字体的

办法，各官署的试验局限于内部，而且由于根深蒂固

的封建礼法思想作祟，各官署对上级的呈文，尚且不

敢以行书缮写，以免被上级误解为不恭。这一时期出

版的“指导公文作法”一类的书籍，比如《公文法程》

（1936 年），明确对初学者提出：“上行文，字字均须

端楷。 ”[15]

1934 年江苏省东海县县长孔充在 《行政效率》

杂志上发表《公文程式之革新与试验》一文，提出要

提高公文的缮写效率，有两个途径，一是用行楷代替

工楷， 二是创造简字———由中央文化机关将公文中

常用的名词，制成简字，再由政府逐年推进，通令施

行。孔充还举例将中华民国、中央党部、行政院、立法

院等常用名词都简写为一个字代替。 [16]之后孔充曾

将他的主张在江苏省东海县进行局部试验。

1937 年行政院行政效率促进委员会曾拟订《促

进各机关文书处理办法》，获得行政院首肯。 其第六

项提出，各机关内容千篇一律的例行公文，拟稿缮校

徒自多费手续，莫若择其体例相同者，预先印就，随

时填具案由，送稿印发。 [17]行政公文以印刷的表册代

替人工的缮写，虽然仍旧局限于各官署内部，但已经

在一个普遍的层面上获得国民政府官方的认可、核

定。

此一时期，在海关、邮政系统，官署公文已逐渐

采用外文或中文打字机打印。

1947 年 11 月，国防部颁布《文书手册》，规定军

用文书中的复式文件，采用铅印。

虽然直到 1949年，行政领域的官署公文多数还

是人工缮写，但以上“行书代替楷书，打印代替手工”

的种种试验、实践与规定，却在公文的缮写操作方面

打开了一个又一个突破口， 显示了一个人工让位于

机器的技术现代化趋势。 而在这个技术现代化过程

中，上行、平行、下行公文在撰写字体上，逐渐取消分

别，开始趋于一律（行楷或打印），这本身又是公文的

礼法让位于效率的文化现代化。

三、公文缮写其他程式的淡隐

除以上种种， 民国前期的公文缮写还有一些不

成文的规则。 据《公文处理法》，公文的缮写有十条

“宜忌”口诀：一是尊称不可“临边”，即尊称不可写在

第三页第五页的末行，以免不敬；二是抬头不可“满

扣”，即抬头的前一行不可写满，不然就无法显出次

行抬头的意思；三是自称不可“平头”，自称不能写在

第一行第一字，以免被误为平抬；四是签名不可“僭

界”， 即发文机关署名不可在第四第六页第一行，以

免有自大之嫌；五是单字不成行；六是独行不成笺；

以上情况要尽量避免，所以缮写之时要预先计量好，

调整行格。 七是接尾不接头，即长幅布告，第一张必

须全幅完整；八是可挖不可涂，上行平行文有写错字

时，只可挖补而不可涂改，否则有不敬之嫌，因为涂

改标朱是上级的特权；九是云云须补写，即缮写人员

要将拟稿人省略的引文补齐；十是夹写要分开，即有

数个主送机关的，常双行或多行写，前后要对应。 [18]

这些袭自前清幕僚的惯例， 大多在于通过调整

行款及文字来强化彼此之间的身份等差。前清时，这

些缮写规则是被普遍恪守的，尤其是上行奏折，为维

护皇帝权威，以免问罪，缮写时处处留心。 比如奏折

中“皇上”字样不可“临边”；双抬处之下如紧接“臣”

字，则必须增减数字，使“臣”字不能平头。 文面上前

后并排文字也不得构成忌讳字句，比如“大计”、“大

典”不得与“行在”并排书写，以免“大”与“行”左右相

邻构成“大行”（初死的皇帝）忌讳。因奏折影响所及，

普通官署的上行文也处处谨慎， 所以形成缮写上的

“宜忌”例规。 但到民国时期，时风已大大不同，下属

偶有缮写错误，上官“亦宜以直谅之词，予以纠正”，

不再“予人难堪”，[19]加以治罪。所以这些缮写规则已

不大被讲究。其中一些尚有一定道理，比如为了文面

美观，单字不成行，单行不成笺，但更多的则是十足

的形式主义， 随着称谓程式和抬头制度的淡化而逐

渐消解。 民国后期，指导公文作法的公牍学著作，已

很少提及这些过时的规则。

四、公文缮写程式演进的原因与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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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期，新的公文体制远未健全，公文的缮写

“都是根据前清的习惯；而前时办理公事的，少不了

有多数是前清的莲花幕里的人，本其师承，自然走不

出旧时的窠臼。 ”[20]但时移世易，民国公文的时代氛

围、精神终究与前清不同，公文缮写程式的进化也是

自然的趋势。一则行政机关日益政繁事重，公文不得

不寻求简便之法。“从前承平时候，政简刑清，办事的

人们，也优游多暇”，[21]所以有暇工楷，可以反复推敲

程式；而至民国，“政府之职务，随时代演进日益加重

……文书往来，逐见激增，一般机关，莫不感难于应

付”[22]，政务愈复杂，公文愈求简便。 二则民国要逐步

厉行民主与党治，力除等级观念与官僚口吻，追求行

政效率，其时代精神与前清迥然不同，过去封建式的

公文程式明显不合时代之需要， 所以进化也是必然

的。如《标点公文程式》一书所说，“我国数千年来，政

治注重专制……公文程式，更是历代政令所寄托，所

以从前的种种公文，专制封建的气味，充满在字里行

间，使得人家不耐卒读。 在现在的党治下，一切弃旧

布新，处处要平民化，事事要革命化”，以契合“民治

与党化的精神”。 [23]正因如此，民国时期“公文革命的

呼声，常常可以听到”[24]，公文的缮写程式也被卷入

“公文革命”的潮流中，发生着静悄悄的历史递嬗。

“我国官场，向来把公文看得太重。 ”[25]在封建社

会，公文程式被纳入封建礼制的轨道后，公文不仅是

处理政务的工具，还维系着礼仪背后的权力秩序。旧

式公文缮写程式的最显著特征，是公文的抬写方式、

字体程式，甚至涂改方式，在不同行文方向的公文中

各有不同。 它们匹配性地组成公文文面的礼仪符号

秩序，而被严加恪守。这个符号秩序形成一种隐秘的

权力机制，规训着每个发文官署都各居其位，言语行

文符合各自的身份， 任何一种对缮写程式的非常规

使用， 都会被视为挑战现有权力秩序的行为而受到

惩处。因抬写错误而被问罪的史实，充分说明了这一

点。所以封建时代的公文程式本身，作为一种规训工

具，还维系着社会的权力秩序。但对这一礼仪规训价

值的过分强调， 则使各个衙门形成了只办公文不办

公事的现象———只求公文合于程式， 而不注重实用

效率。民国时期，公文的缮写程式，呈现出一个由“各

行规则”到“趋于一律”的过程：公文自称被划一，抬

写格式逐渐被隐退，缮写字体也趋于一致（行楷或印

刷）。虽然这个“趋于一律”的过程在民国时期并没有

完成，但其一体化的趋势却是显而易见的。公文缮写

程式在不同的行文方向中不再各有不同， 也就逐渐

消弭了公文程式对礼仪权力秩序的维系功能。同时，

公文处理政务的工具性能被凸显出来， 公文缮写程

式“趋于一律”本身就是个由繁趋简的过程，这个由

繁趋简的结果，是公文彻底变为“执行或传达公务之

工具”，以“明白扼要”为追求 [26]。由是公文程式日益

简单、明了、科学化，公文处理遂迅速有效，公文效率

开始成为核心价值追求。 所以公文缮写程式演进的

实质，是公文“礼仪”功能的淡化，和“效率”价值的凸

显。而这个“礼仪”让位于“效率”的递转过程，是以民

治和党化精神为核心的，所以公文缮写程式的演进，

又是一个以平等化、科学化、技术化为价值追求的公

文现代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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